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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非专利实施主体的迅速发展对经济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我国企业尤其中小企业需要扬长避短应对非专利实施主体的攻势，避免阻碍各产业的技术创新。分析非专利实施主体类型、运营模式及其带来的主要影响，以高智公司为例研究其发展历程、讨论其对国内企业可能造成的影响，借鉴国内外关于规制非专利实施主体的立法和实践等，从而提出建立和完善我国专利运营模式的可行性措施，并对我国专利运营模式未来的发展等方面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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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the economic globalization has increasingly gone into our life and production. It is hard for Chinese enterprises, especially those high-tech enterprises and those industries having a lo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to avoid encountering patent disputes and litigations. In recent years,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non practicing entity undoubtedly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causes concern of the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Some high-tech companies and well-known companies have been targeted and forced to pay a high cost of patent litigation or patent licensing fees by non practicing entity. Some small businesses will also encounter such a problem when they go abroad. Our enterprises should foster strengths and circumvent weaknesses to deal with the offensive of non practicing entity, or else lengthy litigation cycle and the high cost of compensation is likely to collapse SMEs and hinder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each industry. This paper will start from the type, operation mode and the main effect of non practicing entity, take Intellectual Ventures as an example to study its development and discuss the possible impact on the domestic enterprises, learn from foreign countries and other regions on the regulation of the non practicing entity legislation and practice, propose feasible measures to establish and improve China's patent operation mode and put forward suggestions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patent operation mode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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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近年来，非专利实施主体（non-practicing entity，NPE）这一新兴现象的产生对经济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1]。美国区法院2015年立案的数据研究表明，在5 774个专利案件中，NPE案例数量比例就高达69%。我国一些高科技公司和知名企业被NPE盯上而被迫支付高昂的专利诉讼费或者专利许可费，而一些小企业在“走出去”的同时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NPE这一主体的最主要特点就是不以生产产品为目的，也就不会产生侵犯他人专利权的风险，致使被诉企业不能通过传统的反诉手段来应对其滥诉行为。而NPE的滥诉行为不仅阻碍了企业创新，还消耗了大量资金在诉讼和无用的专利许可费，特别是像美国这样高诉讼成本国家，例如美国337调查，通常一个案件的应诉费用至少需要上百万美元，成为被告企业“无法承受之重”[2]。但是，对于NPE也不能因此一概而论，NPE在提高专利许可效益、促进专利流转和货币化、规划产品的技术发展、推动技术创新等方面仍具有积极作用。
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当今企业之间的竞争不再是产品之间的竞争，而是商业模式之间的竞争，因此加强对NPE的了解对我国专利运营模式的发展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我国企业在应对NPE的攻势时，是非功过不能一概而论，需要扬长避短，做到提前防范外，还要学习与借鉴其专利运营模式及经营理念，提高自身技术创新实力，形成适合我国企业发展的知识产权布局；否则，漫长的诉讼周期以及高昂的赔偿费用，很有可能拖垮中小企业，阻碍各产业的技术创新[3]。
美国、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都早已对这NPE问题作出了相应的立法或实践对应措施[4]，就连世界上最大的专利公司高智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所以我们必须对NPE这一主体予以重视。2016年1月，我国国家工商总局竞争执法局召集国内外多家企业对《关于禁止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行为的指南（第六稿）》（以下简称《指南（第六稿）》）征求意见，目前看来，反垄断法规范的经营者集中、垄断协议以及滥用市场支配地位，NPE都可能实施。因此，本文将探究NPE的特性，结合高智运营模式的发展及世界有关国家和地区关于规制NPE的立法和实践，希望能得到一些启示，并对我国专利运营模式未来的发展等方面提出自己的见解。
2  NPE概述
2.1  NPE的出现及定义
NPE最早为人们所熟知的另一名称是Patent Troll（俗称专利蟑螂）[3]，可以看出当时对于该专利主体存在相当大的非议。Patent Troll泛指不从事研发及生产而仅通过积极发起专利诉讼，并借由高昂的诉讼费用逼迫被告支付专利许可费的方式来进行营利活动的公司。不难发现，实际上这些公司通过“玩转”专利来获利的行为，不仅没有为技术的发展作出贡献，而且也违背了专利法鼓励技术创新的目的。但是笼统地将这类公司统称为“专利流氓”是不正确的。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于2003年10月公布了名为《促进创新：竞争与专利法律政策的适当平衡》报告，首次在法律层面将NPE这一概念提出[5]，实际上也是对上述概念的扩展。
NPE可以将其定义为：指一类不直接生产和使用专利，主要以购买方式获得专利并利用诉讼或授权等方式行使专利所有权的机构[1]。其与实体企业的显著区别在于：前者不生产有形产品，后者主要关注于商品化经营。可以看出，NPE对应的客体只有专利，这实际上是一种去商品化的表现。除此之外，专利运营模式的多元化也是NPE的一个重要特点，其运营模式如常见的专利运营模式，主要包括专利许可、专利诉讼和专利交易[6]。尽管被我们熟知的“专利流氓”令被告的企业咬牙切齿，但是我们应该要理性面对NPE。一方面，NPE不仅包括像专利经营公司高智和存在滥诉倾向的德国IPCom这样的专利持有公司，而且也包括高校、科研院所的研究性主体；另一方面，专利运营模式的发展实际上对于专利技术的流转与应用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2.2  NPE的类型化及特征

    对于NPE的类型，至今没有一个明确的分类，按照不同的分类方式、不同的研究方向，其分类也会不同。为了更清楚地了解NPE，加深对它的认识，本文根据现今理论界对于NPE的分类，按照其商业模式的不同分为3种类型。

2.2.1  攻击型NPE

这一类型的NPE在近年来甚嚣尘上，特别是其滥诉行为。其特点是通过购买等方式取得专利权，并想方设法将专利打包许可给实施了该专利的企业或个人，或者通过起诉的方式逼迫对方支付诉讼费或和解费。进攻型NPE集中模式是指积极贿买专利构建专利资产池，然后再对在其专利保护范围之内的使用者提起诉讼，或者以诉讼威胁的方式来主张权利。

2.2.2  防御型NPE

与攻击型NPE相反，防御型NPE通过将专利打包许可给企业使其免受专利的侵权诉讼。2008年，专利保险公司RPX Corp成立，作为第一家防御型NPE公司，RPX表示其存在就是为了应对投机性NPE及其带来的专利诉讼高成本和高风险问题[2]。
2.2.3  研发型NPE

研发型NPE通过研发技术创新来申请专利，再将专利许可给有需要的企业，例如高校、科研院所等。由于该类主体不具备实际生产的条件，通常会将实用强的专利许可给大型的制造企业。实际上，像高校的专利真正上被利用起来的只有一小部分。
2.3  NPE的利弊分析
2.3.1 积极影响
对于发明人来说，NPE的出现，实际上为其发明成果的实际应用提供了资金支持，促使专利实现经济价值。发明人作为专利的第一经手人，对于本专利应用的可能性和发展前景应该是最为了解的，但由于发明人在经济层面中属于弱势一方，很难得到企业的关注，也不能获得合理的经济收益，而NPE对专利的收购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发明人创新的积极性，促进了各领域的科技进步。
此外，由于“专利丛林”现象导致了企业需要得到多次许可才可实施专利产品，提高了企业的交易成本，而NPE通过收购，整合大量的某一特定领域的专利，这样一来，企业只需通过花费较少的专利许可费用就能有效避免了“专利丛林”的风险，节约了经济成本。专利集中经营有利于将关联企业专利权的效能集合放大，形成应对风险的有效筹码，提高风险应对能力；专利集中管理可弥补单个专利权之间关系的不确定性，有助于减少专利纠纷，最终有利于构建有序的竞争环境[7]。
2.3.2  消极影响
事物都具有两面性。由于NPE不从事生产有形产品，使得诉讼中的被告公司不能依靠传统诉讼行为通过反诉来遏制NPE的行为，特别是对上述攻击型NPE，它提起大量的诉讼，诉讼对象其中不乏像苹果、谷歌、三星这样的高新技术密集的大企业，不少中小企业也被卷进这场纷争中来[3]。美国的诉讼成本高是公认的，这也是NPE在美国蓬勃发展的原因之一。不难看出，一旦被攻击型NPE盯上，诉讼成败一方面难以确定，另一方面高昂的诉讼成本也可能会拖垮一些小企业。由于NPE的高隐蔽型，以及双方信息的不透明，更加使得企业宁愿支付相对于诉讼费用来说成本少的专利许可费，这也是NPE专利获利的主要来源。如此下去，必将扰乱现有的专利经营发展模式，消耗大量没有必要的资金在无用的诉讼及专利许可上。专利法的初衷就是激励发明人的创新，维护专利权人的合法权益，但是现在存在的问题是如果NPE 没有认识到自己本身的价值，一味以专利许可或专利赔偿等获取巨大利益，这对于技术创新与经济发展是没有任何益处的。
3  NPE的运行机制——以高智发明公司为例
3.1  高智发明的发展历程
近些年来，NPE数量及活跃度不断增长，特别是在美国，大部分的专利诉讼主要是由NPE发起的，并且这其中大部分企业都属于高科技领域。高智发明（Intellectual Ventures）（以下简称高智）作为典型的NPE，对其进行研究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
高智成立于2000年，其创始人是微软前首席技术官内森·梅尔伍德（Nathan Myhrvold）和微软前首席软件架构师爱德华·荣格 ( Edward Jung)。高智在成立之初就宣称，将专注于为那些遭受到攻击型NPE诉讼的实体企业提供防御机制。高智并不赞成通过提起专利诉讼的方式来保护专利，而倾向于实体企业自动地寻求专利许可，防御被诉的风险[4]。
2008年高智将其首创的“发明投资”概念引进中国。高智最先开展的工作就是与我国的高校合作，通过发现有发展前景的发明创造，并由其提供研发基金来促进技术的专利化，最后通过收购或者独占许可的方式获得专利，运用于实际的专利交易中去。当然高智也与国内其他机构进行经济上的往来。
2010年12月8日，高智第一次采取诉讼手段对赛门铁克、趋势科技等9家科技公司提起诉讼。一直坚持不诉讼的高智，也开始通过专利诉讼来争取利益，高智的这一举动引起了业界的广泛关注。一方面，我们深知这是高智持续发展的必然需要，但这实际上也使得高新技术集中的企业不得不开始担忧高智下一个诉讼目标会不会就指向自己。此外，对于高智会成为“专利蟑螂”的评价也居高不下，毕竟高智手中掌握了数量巨大的专利[7]。2014年8月期间，高智宣布对其职员进行调整，裁员近20%，主要是为了调整其收益与投入不平衡的相关业务，大部分为诉讼业务人员；直至2015年中旬，高智公司宣称自身拥有7万多件专利，包括正在申请的专利，成为全球拥有专利数量最多的机构之一。
概括高智的主要专利业务大致包括4部分：专利研发、专利收购、专利投资、专利诉讼。高智在进行专利收购的时候，并不以其自己的名义来收购，而是通过空壳公司来运作，并且通过与转让公司签订保密协议的方式来隐匿收购。高智通过专利研发得到的专利数量虽然不及其通过专利收购获取的数量，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高智在促进技术创新上的努力。高智还通过投资具有发展潜力的高质量的发明创意，与发明人合作开发，通过形成专利或专利组合的方式转让或许可给有需求的公司，实现其商业价值和共享利益；但由于其投资周期长的原因，而且在现今技术发展迅猛的时候，其投资成功与否仍很难预料。高智的另一项业务专利诉讼，实际上是其战略改变的一个反映。
3.2  高智发展带来的启示
学界对于高智的评价褒贬不一，但是其专利运营的管理模式及策略应用仍具有可鉴之处。
3.2.1  专利质量和转化率提高是专利保护和运营的关键
当前我国许多高校都建立起了专利申请机制，通过教师指导学生的方式，将学生的创意点补充、整合，形成规范的专利提交资料申请专利申请，高校俨然成为了企业专利的又一重要来源。但据我国教育部公布的数据表明，高校专利存在转化率低的问题，而且普遍不到5%。高智近些年加大了对专利的研发投入比例，建立了高智发明实验室，并与约400家研究机构具有合作关系。不难看出高智开始从大量购买专利到自主研发创新的转变，其关注于技术前沿领域的研究，以期获得高质量的专利。专利质量决定了专利价值及其市场交易机会的多少，而专利的质量又需要通过市场来检验。
3.2.2  专利资金投入、专业人才培养、程序管控不可少
高智从创业之初就大量购进专利，并且其持有的专利在数量也在逐年增长，在这部分专利中，高智又会将相关专利打包，形成专利组合后许可给企业。但是高智不满足于专利数量的提高，还先后投资了多家研究机构，建立专门的实验基地，为发明人提供了资金、设备、专利布局等服务。专利的运营与发展离不开资金的投入，投入与产出是成一定比例的。作为企业家，总会希望通过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大的利益，但如果没有树立长远意识，这对于专利的运营是行不通的。由于技术开发、专利申请、专利布局、专利商品化等过程无不需要较长的周期才能初见成效，而且这其中还会存在难以实际应用于生产的风险。术业有专攻，专利要走向国际，还需要相应领域博识的实务人员通过了解国家发展现状、预测技术发展态势，为企业布局专利人才、确定专利运营方向制定专利策略；另外，专利的程序管控包括专利申请中的期限管制、缴费时间掌握等，也需要专利人员的监控。
3.2.3  企业内部专利运营模式多样化发展
高智并不简简单单的是一个专利公司，其附属的其他业务共同为其专利运营保驾护航。在越来越关注产品的专利所有权归属的时代，一个产品往往是多个专利的集合体，企业很难全面地与高校将专利覆盖到各个领域，特别是一个产品的基础专利。对于中小企业来说，可能存在自主研发成本过高、技术突破难等窘境。那么通过高校、科研院所合作开发，支付专利运营公司相关专利许可费来实行专利防御战略，不失为一个走捷径的好办法。相对的，资金雄厚、知识产权部门发展完善、研发人员众多的高科技企业则可以加大对市场需求大和科技发展前景好的技术突破点的资金投入，通过自主研发，并对其技术创意点进行专利布局，再由知识产权部门的专利工程师撰写专利申请书和进行专利申请，最后将其投入生产环节[8]。做好专利检索也是关键。很多企业花费大量研发资金来开发技术，但到头来才发现该技术已经被突破并被商品化和市场化，以及其他企业已经持有该专利了，这对于企业来说无疑是当头棒喝。因此，完善专利布局，探索不同的专利运营模式对于企业长远发展是相当重要的。
4  国外及我国对NPE的法律规制与实践

4.1  有关国家和地区对NPE的探索及立法借鉴
4.1.1  美国对NPE的法律规制与实践
美国是NPE滥诉行为多发地区，主要原因在于美国的高诉讼成本及低起诉门槛。一件专利侵权诉讼在美国被提起，企业就可能面临产品被禁止进口到美国销售的风险，还要支付超百万美元的律师费以及败诉后的巨额损害赔偿费和合作伙伴的流失，市场信誉降低，因此企业往往会与NPE采取案外和解的方式，通过支付低于诉讼成本的费用结束该诉讼。针对NPE的滥诉，美国政府也采取相应的行动，比如通过立法手段来遏制其行为。美国国会于2013年就提起了超10项相关法案来规制NPE的行为，其中以《创新法案》最为完善，当中包括了其余几项法案的内容。

《创新法案》最为引人注目的条文包括以下几条：基于美国专利诉讼的起诉容易问题，《创新法案》提高了起诉门槛，要求原告明确争议专利及其权利范围、侵权产品与之对应的争议专利的权利范围，并要求原告提供专利权属证明，公开专利权是否仍属于有效期内，指明专利权所有权人。这有助于企业掌握争议专利的讯息，更好地应诉。另外，对于买方来说，排除了其诉讼承担，由卖方直接应诉。借由此项规定，卖方可专心于诉讼，无需担心买方退货的风险[9]。《创新法案》还改变了美国专利诉讼中原被告诉讼费用承担的原则，提出法院可以在合理情况下判决由败诉方承担胜诉方的诉讼费用。虽然《创新法案》最后被搁置，但仍可以看出，美国为防止专利滥诉现象的立法趋势，这对于我国的相关专利立法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
4.1.2  韩国对NPE的法律规制与实践
韩国最高法院自2010年修订了《知识产权指南》，增加了由政府指导企业制定产业标准的规定，确定了对滥用知识产权排除和限制竞争行为的判断标准。政府还通过财政手段，提高了对专利市场化的财政预算，希望专利集中的产业能够加大对专利的研发投入，帮助专利权人实现专利的经济价值。
韩国首个专利运营公司韩国创意资本公司(Intellectual Discovery)于2010年10月底成立，耗资5 000亿韩元。该公司致力于与高校、研究机构合作开发专利项目，并积极购进本国企业所需的国外专利将其许可给所需企业，以及为大企业提供相关专利服务等多元化服务。为了防止本国知识产权的流失，韩国政府还通过行政的强制手段来限制韩国高校、研究机构和企业向国外NPE公司出售专利。
韩国的一些实体企业也开始探索新的专利运营模式，将企业的专利职能部门脱离本企业独立运营或者与NPE进行合作。他们认为通过这样的专利战略规划，有助于企业可以更好地防御专利侵权事件的发生，降低被诉的风险。 

4.1.3  我国台湾地区对NPE的法律规制与实践
伴随着海峡两岸之间经济技术往来日益深入，且台湾与大陆历史渊源的相同的前提下，借鉴和学习台湾有关规制NPE的相关措施，对于两岸知识产权制度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台湾工研院成立于20世纪70年代，是典型的NPE主体，但是它更关注于研发创新、技术改进以及产业服务，并帮助台湾当局实施产业规划政策。台湾工研院最初由台湾当局有关管理部门出资成立，后逐渐转化为当局投入加企业投资的资金运转模式，避免了其成为低效率的“政府机构”，又通过市场来检验其成效。相关数据表明，台湾工研院已累积近两万件专利，技术转让率在20%～30%之间，而且多为质量高、技术层次深的发明专利。
除此之外，台湾于2011年还成立了两个专利基金：台湾迈特基金和IP银行。台湾迈特基金专注于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及研发；而IP银行为面向国际市场的企业提供防御国外专利壁垒的专利组合提供相应的专利战略规划建议，为企业的国际化发展铺桥搭路，鼓励知识产权的交易和转让。
技术的创新离不开专利制度的保驾护航，台湾更倾向于成立相应的专利运营主体，依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调控，将专利当成商品进行投资经营，促进台湾潜力产业可持续发展；而专利制度的发展也需要产业技术创新的引导。
4.2  我国相关法律的规制及挑战
由于对于NPE这一非专利实施主体，国际上没有统一的标准来区分“专利蟑螂”还是专利授权许可公司[8]，但对于NPE的法律规制也不能够一概而论，因为很有可能会影响像高校、科研院所这样致力于技术创新的研发型NPE的正常发展，而且也会导致像是虽然某NPE行使了诉讼手段控告某企业侵权，但是实际上这一行为属于正常的专利防御手段，确实也存在该企业侵犯其他企业智力成果的行为的存在，而在这种情况下对该主体进行法律规制，实际上会影响到专利权人的权利实现。
2016年，我国国家工商总局编写《关于禁止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行为的指南（第六稿）》，并向相关企业征求意见。我国的《反垄断法》对于权力滥用作了原则性的规定，《指南（第六稿）》为《反垄断法》的实际执法提供了具体的指导和合理的分析方法，进而厘清相关行为的合法与非法界限，提高反垄断执法的透明度，以期维护市场的公平合理运转。目前看来，反垄断法规范的经营者集中、垄断协议以及滥用市场支配地位，NPE都可能实施。虽然《指南（第六稿）》对于《反垄断法》的原则性规定进行了具体化，明确了具体的滥用专利权的类型及判断标准，但由于NPE的专利收购行为往往不是由其公开实施，而是设立空壳企业来进行专利收购，一般难以发现其幕后操纵主体，使得《指南（第六稿）》对于主体的判定存在困难[9]；而且对于这样的专利收购行为，很难保证不会成为排除、限制竞争的筹码。
我国《专利法》的第48条至第58条是关于专利的强制许可的相关规定，对于拒绝许可或交易以及以过高价格许可的行为等其他专利权滥用行为都具有限制作用，这部分在《指南（第六稿）》也有相应的明确规定[10]。《专利法》第65条对侵犯专利权的赔偿数额作了相应规定，但是我国法律上没有对利用专利进行恶意诉讼的判断标准与惩罚性规定，导致其恶意性质的诉讼成本过低，滥诉行为数量增加[11]。
5  NPE对我国专利运营模式发展的启示
5.1  我国传统专利运营模式
传统的专利运营模式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阶段：专利申请与授权、专利许可与实施、专利商品化、技术再创新。我国传统的专利运营模式主体多为实体企业，其专利的产生依附于有形产品的实际应用，但企业没有相应的专利布局意识，被动地接受产业发展所需的专利要求。我国知识产权相关部门为推进我国专利申请的发展，提高社会对于智力成果的保护意识，针对科研项目申报、专利申请与授权、专利市场化等都设立了相应的财政资金，对资助申请人提供财政拨款，此举在一定程度上将我国的专利申请授权数量提高至世界瞩目的程度，但数量的增加并不代表专利质量的提升，为专利而申请专利是导致专利市场化、商业化的重要阻碍。
5.2  NPE对我国专利运营模式发展的启示
5.2.1  政府方面
（1）明确不同类型NPE的范围界定。由于NPE并不仅仅包括像“专利蟑螂”的攻击型主体，还包括了从事研究创新、技术革新的科研院所，所以并不能根据主体来界定，而应该从其行为的构成上对其滥诉行为进行规制。一方面，不会影响到专利权人合理的保护其专利权利行使的行为，另一方面通过个案分析的方式更能准确地判断该行为是否触及专利权滥用。
（2）完善相应的制度规范。NPE参与的专利诉讼与普通的专利诉讼实际上都存在滥用专利权的诉讼，但是所占比例不同，所以应对的方法也要根据实际请况而定[12]。针对NPE可能存在的高度隐蔽性问题，可以采取事后的反垄断审查，特别是对于合同金额较高的专利收购行为需作好审查工作；对于大量拥有专利的实体企业，对其专利并购等专利集中行为也要引起反垄断审查机构的关注。美国还通过制定诉讼费用由败诉方承担的制度来限制NPE滥诉行为，此举对于恶意诉讼行为有一定遏制作用：通过判断起诉人的情况和掌握其恶意诉讼行为，法官可以裁量转移全部或部分诉讼费用给实施了恶意诉讼行为的一方。这对于我国规制恶意诉讼行为具有借鉴意义。
（3）加强政府的引导作用。政府作为产业发展和经济导向的风向标，理应通过加强对实体企业的指导、加大投入技术开发的财政预算，为企业的专利运营进行引导。像韩国、我国台湾地区的政府机构，通过出资和行政等手段设立了类似的专利运营公司，这些公司为企业提供相应的专利服务，包括技术研发、专利申请、专利许可和专利诉讼等。
5.2.2  企业方面
（1）对实体企业来说，有更多专利运营模式的选择。传统专利运营模式相对单一，其专利的产生主要为专利产品保驾护航；而现今专利运营公司的产生，使得企业不再拘泥于自主研发的传统模式。企业既可以投资高校、科研院所这一类研究型NPE的科研项目，以获取最前沿的技术；当然也可以通过与NPE签订许可协议，取得所需专利。NPE将专利权从技术中垂直分离出来可能有重要的优势，使其可能会采取更合理的专利诉讼以及可以协商支付的专利许可费的方式。随着知识产权市场的不断发展，会迎来一些新的做法和新的实体，需要重新定义专利权和使用它们的方式。
（2）加强企业自主创新，培养专利人才是关键。研发资金投入、先进设备应用、专利人才培养是企业专利运营必备的，没有研发资金的投入，也就没有技术创新的产出，也就会阻碍企业“走出去”道路的实现。我国大多数企业很少能有与国外企业专利标准和专利组合相对抗的能力，而大多数企业存在被迫参与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的事实与困境。倡导企业自主创新的目的在于提高企业的研发能力，推动高质量专利的形成。专利虽重要，但具有专利的跨领域与跨国运营经验更是关键，才足以提供具有全方位的专利运营服务，而企业也才能适时适切地建立专利组织、制定专利策略，并据以运营有效益的专利业务[13]。21世纪最需要的就是专业领域的人才。
6  结语
加强对NPE的了解对我国专利运营模式的发展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出口大国，面对国际环境下的经济交易，要求企业在“走出去”的同时需要谨慎防范知识产权侵权的风险。对NPE及其对产业的危害的了解，有助于企业提前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在日后的国际博弈中处于主动的位置。现实状况下，传统的专利运营模式已经不能满足专利的发展趋势，当今专利越来越被当作一种商品进行投资、交易，企业迫切希望摆脱过去被动的、受迫的被许可人或者被告的角色，而NPE也在寻求与企业、发明人等参与专利运营的主体之间互利共赢的模式，因此对于NPE应持辩证的态度，除了在法律层面规制其专利权利滥用的行为，也要发挥其积极作用，推进专利的市场化，实现专利的最大化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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